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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框架下研究“经济人”假设

——从完全理性到适应性理性

郑贵廷，庄慧彬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稀缺性假设一起，构成经济学，主要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两块基石。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表露出“经济人”的含义，但自从“经济人”假设提出后它便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批判和修正，虽然各派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的观点都意图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完善，使其更具合理性。我们从制度约束的角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重新的修正，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制度框架下的，具有适应性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具有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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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经济人”假设的提出

   一般认为，“经济人”假定最初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表述，后经约翰·穆勒依据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并由帕累托最先将“经济人”这个名词引进了经济学。斯密认为交换起源于“人类自利的本性”。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1］（P14）他又提道：“各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P25）这样“经济人”的轮廓逐渐清晰了，即一个以自利为动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又可以增进社会利益的人——“经济人”。
斯密之后，经济学经过约翰·穆勒的综合，“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过严格抽象的概念。按照穆勒的观点，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取得和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相应地，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随后，边际效用价值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经济人”的思路，形成以“效用极大化原则”为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而建立在边际革命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进行了更精确的表述，即在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其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个人主义、自利性假定和完全理性假定。而且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性行为，提出了完备性、传递性和决定性等“公理”。新古典经济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追求一种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

二、对传统“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经济人”假设提出后，一直受到许多非难和指责，尤其在新古典学派对“经济人”假设进一步强化以后，更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下面是几种有代表性的批判观点。
19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视角向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而斯密的“经济人”则过于强调了人的自利性。［2］（P461）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李斯特指责斯密的《国富论》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3］（P115、292、294）从而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对“自利”的过分强调和由此建立起来的抽象分析方法，力图用“真实的人”来取代“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想通过强调伦理价值来批判自利行为。
在制度主义者凡勃伦看来，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是非历史的、简单化的，是把“经济人”视为一个超越一切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概念的享乐主义者。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另外，他们还强调了在制度条件下，人们通常不会真正按照最大化原则行事，“大部分人类行为是习惯性的，是不以逐案计算为基础的。”“即使逐案计算也并不一定正好做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个人不可能理所当然地说出到底什么时候达到最优点，停止点是任意的，没有确切的断言可下。”［4］（P121）
赫伯特·A．西蒙提出人是“有限理性”的，而不是完全理性的。西蒙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是不完全的，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就会造成理性的“有界性”，使“经济人”寻找的不是古典的“最优”而是一种“满意”的结果。［5］（P6）这就说明，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一个人无法预期到他的实际最大化方案，而且这种预期的水平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达到一种“满意”才是更普遍的。另外，由于人们搜集的信息可能往往到达足以作出决策的那一点而终止，这时作出的判断将受到经验和个人偏好的引导，从而是非完全理性的。“有限理性”假定将“经济人”置身于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认为从决策过程来看，“经济人”仍然是追求最大化的，只是这个最大化是指在约束条件下净收益的最大化。
除赫伯特·西蒙之外，行为学家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提出一种“X 低效率”的分析模式，以修改传统的最大化假设。所谓“X 低效率”就是考虑生产组织内部因错过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造成的某种类型的低效率，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缺乏竭尽全力去有效利用各种经济机会的动力［6］。另外，著名的霍桑实验
就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证明了“经济人”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收入的最大化，而且还有社会、心理、精神的需要，同样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敬。“经济人”的理性是要不断受到人的情感冲击的，完全的理性是不可能的。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指出：“人的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他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的选择的结果。”［7］（P27）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给人们提供一种世界观而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使每个人的行为受到一整套习惯、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协调。所以，在意识形态起作用时，“经济人”的行为便非理性化了，他们不再追求最大化了。威廉姆森则认为，人的行为特性除了存在着有限理性，而且还具有投机行为即“机会主义”的特性，它是指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各种形式的欺瞒倾向。这样就从另一方面修正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8］
三、重新认识传统“经济人”假设

从以上对传统“经济人”假设的批判观点来看，“经济人”假设确实存在着需要修正的地方，如新古典的完全信息和人的完全理性假定。但我们认为，不管是古典还是新古典“经济人”假设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其合理性所在。

斯密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动力，由于“经济人”有利己的一方面，从而他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最终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同时，“经济人”追求自利是要受到约束的。一方面“经济人”要受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经济人”也要受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所以结合这两个方面来看，斯密的“经济人”并不是一个缺乏道德的、单一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极端利己者。斯密只不过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经济人”与道德人是内在统一的，其道德性内生于“经济人”的求利行为中。所以“经济人”并非是非道德的，比如交换就恰恰体现了人的同情心，“经济人”在利己的同时也是实现了利他。他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达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结果。最后，应注意的是，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对“经济人”作出过完全理性的假设，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9］（P11）其实，斯密之所以提出“经济人”概念，是为了其更好地说明市场机制的功能，强调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自利性特点是非常显著和普遍的。由此可见，斯密的“经济人”并非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自利人”。
可以说，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但到了以边际革命为标志的新古典时期，“经济人”概念被强化了，变成了一个具备完备知识、追求边际意义上的效用最大化者。从而彻底抽象为一个完全理性的自利人，以致于不能不使人们认为“经济人”似乎是超越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虚假的人”。另外它的合理性所依赖于的一些补充性假设条件，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也同样因为非现实性而遭到批评。而新古典提出精致的“经济人”假设是为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形式化、数学化的需要，将其泛化为了经济分析的一般工具，是一种更高程度的抽象。因为这种“经济人”假设舍弃掉了太多的东西，给人一种不真实感，从而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演变，出现了越来越多背离新古典方法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新古典的假设当然也同样要受到批评。但新古典经济学给了我们一种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我们可以放弃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但我们却不能完全放弃新古典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其开创了研究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正是由于其做出了严格的和简化的假设，消解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虽然新古典的许多结论没有得到验证，但正如贝克尔认为的：“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10］（P7—19）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着重分析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物质技术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人与物的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而新古典之所以不断地受到了指责，关键还在于它忽视制度、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新古典的研究方法，通过在修正其缺陷的基础上来推进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四、在制度框架内重新修正“经济人”假设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人”假设在各方面批评的促进之下，修正了新古典模式的某些苛刻附设，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对原来所使用的某些关键概念赋予新的广义解释，把“经济人”分析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非经济行为领域；另外，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预期等新的学术成果进一步增强了“经济人”模式的解释能力。
虽然“经济人”假设得到了改进和发展，但仍不能说已经完善。研究“经济人”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进一步重视经济学的边界，属于非经济学范畴的问题不要期望经济学能够作出很好地的解释。相反，在经济学范畴内我们还有许多忽视和有待拓展的领域和问题。如关于在制度框架下研究人的行为、动机问题。因为，我们无论从人们之间相互交易的关系出发，还是从人们所处社会环境的角度出发，制度结构都会置于人们活动的核心地位，而人们的行为则总是发生在各种关系、规则、角色和阶级的结构之内。这样，制度结构就成为人们活动的基本结构。而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却恰恰将制度因素省略了，将其看作是外生的，这就会让我们忽视“经济人”应具有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即它的制度性。
（一）“经济人”的制度基础

诺斯认为，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1］（P225—226）而本文提到的制度是指广义上的制度，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则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

人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又是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所构架的。随着制度的变化，人的行为方式、动机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可以说，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约束的基础上，制度条件和制度约束具有决定的意义和作用。“它不仅决定了人们经济行为的特殊的社会规定，而且决定了行为动机的具体社会内容；不仅能够说明各个行为主体有着怎样的多元而统一的行为目标，而且也决定着具体多元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们是如何将其统一起来的。”［12］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就是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确立了一套激励和约束机制，人们据此才能对自己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做出计较和权衡，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制度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任何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尤其在现代，交易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过程，制度化结构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所有人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结构。由于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行为空间和选择条件，所以，对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
这样，似乎就会引出一个问题：人是不是完全由制度决定的呢？我们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制度决定着人们的选择行为和活动，决定着行为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但不能说人是完全由制度决定的，还有其他要素的影响，如某些心理学法则或其他有关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另外，制度的形成同样要受到人的行为动机的影响，人对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虽然有种观点认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但问题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完全从人的行为动机上给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一个很好的解释，不能将其解释为个人决策和行为的有意无意的结果。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制度与人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制度本身同样不是孤立的，它们不可能使其自身发生变化。不管制度与人谁决定谁，但在给定制度框架的条件下，人的行为一定要受到其影响。重视制度在人们行为中的决定作用，绝不是要把行为视为外生给定的习惯、规范以及制度的结果而落入行为主义的巢臼，也不是夸大和扭曲了制度的作用，而只是重视一个事实而已，从现实角度出发研究问题对于理论的实际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分析人类的活动不能忽视制度的作用，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到人的行为动机分析模型之中正是一些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制度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会关系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个人主义是指那种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认识来自对一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的分析方法，把个人动机看作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基础和研究社会现象的参照点；而集体主义是指那种认为最恰或最有效的社会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的分析方法，把制度放在分析问题的首位。其实我们不必对其两者进行取舍，可以开辟方法论上的中间地带，“既承认社会整体大于个人的简单加总，承认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个人的行为，同时又坚持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应该详细说明个人行为产生该社会现象的机制。”［13］（P44）
（二）在制度框架下提出一种适应性理性“经济人”假设

完全否定传统“经济人”假设，而要代之以复杂的“社会人—道德人—文化人”假设，虽然这样更加贴近现实，但却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在制度框架下对“经济人”进行理解和阐释，通过引进制度因素来弥补传统“经济人”假设过于简单和非现实性的附设，这样将是可以接受的。如斯密就是把市场制度看作理性“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另外，老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也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坚持认为，惯例、规范以及制度在引导人类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主张应采取一种规则人的假设，该假设是指个人未必追求目标值的最大化，同时也不会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行为，而是按既定的规则行为。凡伯伦认为，“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和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迫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个人的“气质状况是其遗传特性和以往经历的产物，是在给定的一组传统、惯例以及物质环境下累积而成的。”［14］
总结老制度主义的观点，即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通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问题，他们的观点虽然有些极端，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重视制度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影响，应该在制度框架下重新修正传统“经济人”假设，来改变传统的按照完全理性选择概念来分析“经济人”的过度简化的理论。我们认为，一种修正办法是重新建立一种新的适应性理性的假设，适应性理性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假设，这是我们认为适应性理性更具合理性的关键所在。即人在制度框架下的行为具有适应性的特点，包含对现有制度规则的遵循、包含对逐案最大化的偏离，也包含着对信息和决策成本的考虑等，它不是一种结果导向行为，而是一种规范导向行为，传统经济学是重视行为结果分析的，但是分析这种结果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更为重要。适应性理性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取得结果的过程是具有理性特征的。适应性理性假定中的“理性”特征关键就在于对环境的适应，更进一步地说，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就是具有“理性”特征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动机的普遍性特征，在制度框架下研究人的行为动机问题抓住了人类行为中一个基本的事实，能够揭示人和人类社会复杂本质的基本方面，具有较大的真理成份以及较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社会系统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规范为前提；这种规范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大多数社会行为者具有某种普遍的共性，而这种共性的基础则是人的某种不容否认的自然倾向”［15］。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放弃对理性的原始理解，而要代之以适应性的特征。哈耶克说：“规则是解决的手段，利用规则是因为理性不足以把握复杂现实的全部细节。”“所以，由于认知的限制，理性是有限的，人没有能力用最优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他们所能做的是建立易于把握和遵循并发挥相当作用的决策规则。”［16］（P66）“个人建立和遵循规则并不一定表明他们的行为没有理性，因为不服从的成本使个人在任何场合的最大化选择都是奉行现在的社会和法律规范，他服从该规则就是完全理性的。”［17］对此，我们的理解是理性本身代表对社会规范的服从，遵循规则我们最好看作是对复杂世界的合理适应。

但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个人的适应性理性不仅在于对现有制度的遵循，还包括对现有制度进行的修正行为，如撤消某些对变化了的环境明显不适应的制度规则，建立起新的与环境相适应的制度规则，甚至于对那些明显丧失作用的制度规范的遵循同样也是具有适应性理性的，这也是在一定制度下形成的意识形态或道德规范影响着人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样，我们也不排除人们选择有背于现有制度规则的行为，以及发生决策失误的可能等等。所以，仅以对制度环境适应为基础的适应性理性并不能说明人类所有的行为和动机，影响人们行为和动机的因素不仅仅是制度环境，还包括那些与个人的思维资源的有限性和知识、信息的有限性以及与语言方面的制约等方面有关的原因。如果将适应性理性不仅局限于对制度环境的适应，进一步扩展为对自身知识的有限性以及其他一些自然因素的限制等方面的适应，那么“有限理性”是包含在适应性理性之中的。但我们这里强调的适应性理性更主要的是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因为制度对每个人来说是具有明显的稳定性的，因此，每个人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所做出的选择和行为也将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经济学要研究的就是“共性”，它寻求的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行为的共同趋势和统计规律，与单个的经验事实原则上没有逻辑对应关系。通过适应性理性将制度因素引入人的行为动机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弊端，不仅具有克服传统“经济人”假设过于简单的弊端，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过于强调人的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所带来的困难，同时，引入制度变量不仅仅是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发生作用的变量，而是要重视制度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要研究制度是如何影响其他变量以及其他变量如何对制度产生作用。

最后，我们坚持人的自利性也是普遍存在的，因为现有的制度环境促使人们必须保持自利性，人的自利性由于生物自我保护性的自然构造在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这里不是否定人类没有诸如利他性等特性，只是强调人的自利性是比利他性等特性更为普遍的一种行为动机。正如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所具有一般性的行为动机特征，所以，完全可以将自利性也作为分析问题的一个假设前提。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人们在制度约束下不管是采取自利行为还是利他行为都将是具有适应性理性的。另外，我们研究经济学是要研究人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虽然本文采用的行为动机假设可称作广义制度框架下的适应性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行为假设，但正如我们在分析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时提出的，传统“经济人”假设消解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而我们提出的适应性理性“经济人”假设则要比传统“经济人”假设复杂的多，如果将其作为分析经济学问题的前提假设，一定会给研究过程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我们相信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以及一些新的理论的提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复杂性带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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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nomic” Man Hypotheses under the Broader Institutional Frame:

From Full Rationality to Adaptive Rationality
ZHENG Gui-ting, ZHUANG Hui-bin

(Center for China Public Sector Economy Research,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people” hypothesis in economics with the scarcity assumption form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s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founder of Western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dam Smith put forward “Economic people” in “wealth of n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however it has faced various challenges constantly after bringing forward, People criticized and revised it constantly, though the view of each group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each other, But the intention of most views supposed to perfect it and make it more rationality. This text revises the “Economic people” hypothesi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restrain, and brings forward the “Economic people” hypothesis with adaptive rationality that is set up under the broader institutional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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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到霍桑工厂考察工作条件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研究人员在工厂内对工人进行了历时8年，分四个阶段的实验，即霍桑实验。





